
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与央地差异

DOI:10. 3876 / j. issn. 1671 4970. 2026. 03. 010

　 　 引用本文:王晓楠,雷开春. 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与央地差异[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3):103-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SH037)

作者简介:王晓楠(1978—),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E-mail:nancy_wangxn@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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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环境风险日益加剧、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持续

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环境督察与问责机制,客观环境质量已显著

改善。 为揭示客观环境质量改善背景下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成效的主观评价变迁,以及

中央与地方政府层面的公众评价差异及其演化趋势,基于 2003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21 年 4 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模型对政府环境

治理评价的变迁及央地差异进行考察。 结果发现: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明显高于地

方政府,二者呈高相关关系;在年龄效应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呈“U”形趋势;在时期

效应上,2021 年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显著高于其他时期,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则呈

现“先降后升”趋势;在世代效应上,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效应均不显著。 由

此可推论,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及央地差异可能是多重因素(包括央地差异化

行动逻辑、个体化社会压力、早期环境教育、客观环境质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为理解

中国特色环境治理背景下公众评价动态演变的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为完善我国政府环境

治理体系、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分担、强化青少年环境教育及通过持续改善客观

环境质量以提升公众满意度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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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环境治理绩效改善下的公众

评价悖论与时序分化

　 　 《2024 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气候危机日

益严峻,各国政府在应对极端天气事件时面临

巨大挑战,气候相关事件的规模与强度已超出

许多国家的应对能力与资源调配极限,其中,
“气候行动失败”高居全球中长期风险榜首,折
射出各国政府在环境政策制定与执行效果方面

与公众期望存在差距,错失干预时机等问题加

剧了全球气候风险[1] 。 然而,根据耶鲁大学和

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报告可知,2006—2022 年中国环境绩效

指数增长了 11. 40[2] ,尽管仍低于同等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但这一增长客观反映了中国政府

在环境治理绩效方面的显著进展。 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我国的环境治理经历了深刻的历史

变迁:从早期国家主导、强制性管控,到改革开

放引入市场机制,多元主体纳入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3] ,我国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已逐步建立并

完善。 综合《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生态环

境统计年报》 《中国统计年鉴》等可知,我国的

环境问题(如空气质量、固体废弃物、噪声、废
水排放等)均有显著改善,环境投资总额不断

增长,环境监管不断加强。 那么,政府环境治理

评价是否也会随着政府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和

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而升高?
长期以来,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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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论并不一致。 有研究发现,2003 年以来,
中国公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持续上升[4] ;另
有研究却指出,2003—2010 年公众对中央及地

方政府环境治理的非正面评价有所增长,在地

方层面尤为明显[5] ;还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公众环境举报的案件和信访数量呈现日益增长

的态势[6] 。 上述分歧均表明,尽管已有研究关

注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整体趋势,但研究结论

尚不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对环境治

理评价变迁趋势的判断多为“粗效应”检验,此
类检验往往忽略了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的潜在

分化影响,这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不符[7] 。 因

此,深入考察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在年龄、时
期和世代这 3 个维度上的独立变迁趋势具有重

要研究价值。 在概念界定上,本研究中的“政

府环境治理评价”采纳社会学视角,是指公众

对政府环境行为和环境治理成效的主观判断,
这既反映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的满意度,也体

现其政策支持倾向[5,8-9] ,与公共管理学等领域

的“公共服务感知绩效” “政治治理公众满意

度”“政府绩效评价”“政府绩效感知”等概念具

有较高相似性。 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具有显著

的分层化特征,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着

不同角色。 中央政府拥有环境治理的政治权

威,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在政策制定、
评估与监督中发挥主导作用,多采用命令与控

制型监管
 [10] 。 然而,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

政府是环境治理投入的主要承担者和政策执行

主体,中央政府通过“锦标赛” 制度、明确治理

底线和强化问责等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完成环

保任务[11] ,但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时,也
可能出现放松管制甚至违规行为[12] 。 已有研

究证实,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中存在显著的

央地差异,如低收入群体对中央政府评价较高

而对地方政府评价较低[5] ,地方政府的环境治

理投入也会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

的评价[13] 。 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不同群体间

的横向比较,或央地政府之间的静态比较,较少

揭示央地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差异的长期动态变

迁趋势。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年龄 时期 世代

效应分析法对 2003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21
年 4 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进行分

析,深入考察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轨

迹,重点剖析其在中央与地方层面呈现的差异

及其演化特征,以期为理解中国语境下政府环

境治理评价演变的复杂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APC 效应

　 　 作为公众对政府环境行为及其成效的主观

认知与判断,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动态变迁受

个体生命历程、所处社会环境及特定历史时期

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年龄 时期 世代

( age-period-cohort,
 

APC)模型可为解析此类

社会现象随时间演变的深层机制提供重要

分析框架。
1. 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年龄效应:个体生

命历程的变化

年龄效应主要反映随着个体年龄增长,伴
随生活经历和社会角色更替而产生的变化[7] 。
在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研究中,年龄效应关注的

是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对政府环境治理表现出

何种评价倾向。 已有研究对年龄与政府环境治

理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结论尚不统一:美国学者

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

的满意度呈下降趋势[14] ;也有研究认为尽管经

济、政治和环境条件持续波动,但环境议题的社

会基础在近 20 年中仍然保持非常稳定,年轻

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政治自由派、民主党

群体相较于其他群体更支持环境保护[15] 。 国

内学者也已关注到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年龄效

应,并初步揭示了年龄效应。 如,中国政府(中

央、地方)环境治理评价存在正向年龄效应,即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

价均会提升[5,9,14,16] 。 但也有研究发现存在央

地差异,即在中国农村场域下,随着年龄增长,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降低[17] 。

西方学者研究发现,环保主义被描述为基

于年龄或代际的运动,年龄和教育程度能够较

好地预测环境态度[18] ,但分离时期和世代效应

后,年龄和环保主义之间的关联,并不像预期那

样呈现“年轻人更有环保意识”,不同世代出生

群体对环境态度、环境关心和行为产生显著差

异[19] 。 这表明,单一时间维度分析政府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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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评价,难以揭示净年龄效应,其结论可能受到

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干扰。
2. 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世代效应:共同历

史经历的烙印

世代效应是指相同社会变迁因素(如早年

生活条件、社会因素或社会经历) 对出生于同

一年代的人群可能会产生相似影响的现象[7] 。
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世代效应意味着共享特定

历史经验的出生队列(如“80 后” 或“90 后”)
会在其生命历程中受到相似的社会影响,因而

可能会对政府环境治理形成相似的评价倾向,
而不同世代之间则可能存在差异。

目前,关于政府环境治理评价世代效应的

直接研究相对较少,其效应往往通过对年龄效

应的解释间接体现出来,如 Frederick 在横断面

抽样调查中发现,年龄与环境关心呈显著负相

关,但其认为这不仅源于宏观社会、政治因素或

者更普遍的老龄化 / 社会化过程,而且与代际差

异等因素相关[20] ,这实际上就是以世代效应来

解释年龄效应。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早期经历

会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产生显著负向效应[18] ,
这也间接揭示了同一出生年代的群体可能存在

一致性的评价。 也有研究表明,不同年龄组的

群体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差异不显

著,这说明可能并不存在显著的世代效应[5,21] 。
这些结论的差异性可能源于未能有效分离世代

效应、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 本研究试图运用

APC 模型,将世代效应从年龄效应中分离出

来,以揭示环境治理评价的净世代效应,并考虑

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在世代效应上是

否存在差异。
3. 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时期效应:宏观社

会环境的塑造

时期效应是指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

宏观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可能对所有年

龄人口产生相似的影响[7] 。 尽管政府环境治

理评价的时期效应研究相对匮乏,但仍可从环

境相关研究中间接发现政府环境评价的时期效

应。 根据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2] ,中国环

境绩效指数自 2006—2022 年呈“ U” 形。 有研

究表明,青少年对环境的关注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所增加,而在接下来的 30 年中却有所

下降,年轻人倾向于将环境责任归咎于政府和

消费者[22] 。 在解释时期效应的驱动因素方面,
基于对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的分析,西方学

者提出了“富裕假说”,即认为富裕国家比贫困

国家更关注环境问题。 然而,英格尔哈特的

“后物质主义理论”则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价

值观变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提升使得环境

关注保持相对稳定[23] 。 从中可以推论,财富增

长和客观环境质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显著差

异,其可能共同作用并塑造公众对中央和地方

政府环境治理的评价,从而形成时期效应。 已

有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的时期效应进行过验证。 如,有研究观察 2003
年以来,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持续上

升[4] ;但也有研究发现,2003—2010 年,公众对

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非正面评价增长,地
方政府非正面评价增幅更加显著[5] 。 这些看

似矛盾的结论,可能是因为未能有效分离年龄

和世代效应,从而难以真实呈现政府环境治理

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净变迁趋势,因此,亟须

对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进行统计上的分离。
综上所述,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的评价是

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年龄效应主要关注个

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变化,世代效应主

要关注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时期效应主要

关注特定时期内共同经历的事件和社会变迁

对个体的影响。 如,一个 65 岁的人对政府环

境治理评价相对较高,可能是年龄效应(随着

年龄增长,多重角色扮演更能理解社会,心态

较为包容,往往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高) ,也
可能是世代效应( “60 后”一代对环境质量改

善的感受最明显,从而使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更高) ,还有可能是时期效应(他正生活在一

个政府环境治理效果非常明显的时期) 。 此

外,中国特有的分层化环境治理体系及其特

殊的互动逻辑,无疑也会深刻影响公众对不

同层级政府环境治理的评价。 以往研究虽已

关注到这些效应的可能存在,但大多未能进

行有效的统计分离,导致对政府环境治理评

价变迁趋势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 为此,本
研究旨在运用 APC 模型,通过对年龄、世代和

时期效应的分离,以更加准确地解决以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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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①中国分层化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否导致

公众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存在

系统性差异(央地效应) 。 ②随着年龄增长,
居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评价会呈

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净年龄效应) 。 ③不同出

生世代的居民,其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评价是否有显著差异(净世代效应) 。 ④居民

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评价是否也会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环境质量改善而变化

(净时期效应)。

三、研究设计:变量解释与分析方法

1. 数据来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自 2003 年起开

始实施,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

的学术调查项目之一,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具

有重要地位。 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

计,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100 个县(区) 、480
个居(村)民委员会、约 12

 

000 户家庭,调查对

象为 17 岁及以上的居民。 本研究选用 2003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21 年共 4 期数据进

行分析。 选择 CGSS 数据的原因在于其具有

长期跨度的环境治理评价的测量题项,并且

这些测量题目在不同年份之间保持了一致

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为比较差异,本研究

排除了两个变量的测量题目中缺失值的样

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 14
 

621。
2. 变量解释

(1)因变量

本研究所关注的因变量为公众对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 具体操作为:
“您认为近 5 年来,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

做得怎么样”和“您认为近 5 年来,您所在地区

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怎么样”,两个问题

的选项相同,包括“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

环境保护工作”“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虽

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 “尽了很大努力,有一

定成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分别赋值为 1 ~
5。 “不适用” “不回答” 和“不知道” 三者均不

进入分析。
(2)自变量

自变量为年龄、时期和世代。 其中,年龄变

量为受调查者的实际年龄,为连续变量,被放在

第一层面,并将年龄平方也同时放入方程,以检

验年龄的非线性变化效应。 时期变量为实际调

查年份,即 2003 年、 2010 年、 2013 年和 2021
年;世代变量由出生年份转换而来,考虑到中国

40 多年的快速变化,以 5 岁为一组,操作化为

12 组,分别为“40 前” “40 后” “45 后” “50 后”
“55 后” “ 60 后” “ 65 后” “ 70 后” “ 75 后” “ 80
后”“85 后”和“90 后”,时期和世代两个变量被

放在第二层面。
(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相关文献[5,8-9] ,控制变量包括地

区、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户籍类型、党员

身份、单位性质、收入对数等变量。 其中,地区

操作化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为虚拟变量,以西

部为参照①;性别,操作化为男性和女性,为虚

拟变量,以女性为参照;婚姻状况,操作化为有

配偶和无配偶,为虚拟变量,以无配偶为参照;
教育年限,操作化为受调查者在调查当年的最

长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户籍身份,操作化为

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为虚拟变量,以农业户籍

为参照;单位性质,操作化为体制内单位(指在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里工

作)和体制外单位(指在私企、民企、外企、合资

等单位工作,或者无单位者),为虚拟变量,以
体制外单位为参照;收入对数②,操作化为受调

查者在调查年份前一年的全年总收入(包括工

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息、经营性纯收入、
银行利息、馈赠等所有收入),经过 CPI 指数调

整(以 2020 年为基准) 和取自然对数后的数

值,为连续变量。 考虑到教育和收入的影响可

能呈现非线性关系,将教育年限平方和收入对

数平方放入模型。 主要变量的编码及描述性统

计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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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内蒙古。

对收入异常值的处理方法如下:从调整 CPI 后的年收

入分布来看,大于 3
 

700
 

785. 06 的收入值、比例少于 0. 01%且

跨度非常大,视为异常值,调整为 3
 

700
 

78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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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N= 14
 

621)

变量 具体内容 变量编码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
作” = 1;“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 = 2;
“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 = 3;“尽了很
大努力,有一定成效” = 4;“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 = 5

1. 00 5. 00 3. 40 1. 11

1. 00 5. 00 3. 14 1. 18

自变量
和控制
变量(第
一层面
变量)

东部 东部= 1,其他= 0 0. 00 1. 00 0. 45 0. 50

中部 中部= 1,其他= 0 0. 00 1. 00 0. 29 0. 46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 00 1. 00 0. 55 0. 50

婚姻状况 有配偶= 1,无配偶= 0 0. 00 1. 00 0. 82 0. 38

教育年限 调查当年受正规教育的年数 0. 00 19. 00 9. 77 4. 26

户籍类型 非农户籍= 1,农业户籍= 0 0. 00 1. 00 0. 39 0. 49

党员身份 党员= 1,非党员= 0 0. 00 1. 00 0. 17 0. 37

单位性质 体制内= 1,体制外= 0 0. 00 1. 00 0. 23 0. 42

收入情况 受调查前一年的总收入,取对数 4. 30 16. 12 9. 79 1. 14

年龄 调查当年的实足年龄 18. 00 96. 00 48. 14 15. 12

第二层
面变量

世代 5 岁一组 40 前 90 后

时期 调查时期 2003 年 2021 年

　 　 3. 分析方法

为研究中国居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

理评价的净年龄、净时期和净世代效应,采用多

层次 APC 效应模型( H-APC) [24] ,即通过将年

龄变量、时期变量和世代变量放置在模型不同

层次,解决模型识别的问题,并能够观察时期和

世代的差异,从而避免了三者完全共线性的困

扰。 该模型的优势在于在处理多期横断面调查

数据时,不要求每一年度都必须有调查数据,而
且对多期横断面调查年份的间隔也没有固定年

限的要求。
首先,建立个体层面模型作为第一层,考虑

到以往研究指出年龄和收入对因变量可能存在

二次曲线关系[25] ,在第一层模型中引入年龄平

方和收入对数平方,作为固定效应变量;其他个

体层面的因素(如性别、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和

党员身份等),也被纳入第一层模型。 其次,将
群体层面模型作为第二层,考虑到同一时期或

同一世代的居民在社会事件和人生经历上可能

存在相似性,在第二层引入时期和世代变量,以
反映群体层面的影响。 最后,采用 SAS 软件进

行 H-APC 统计分析。

四、研究结果:效应分析

1.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现状

比较

从表 2 可知,2003—2021 年,认为中央政

府在环境治理上“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
比例最高(41. 4%),对地方政府持同一观点的

比例 略 低 于 中 央 政 府, 但 仍 然 占 比 最 多

(36. 3%)。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居民对中央政

府环境治理评价高于地方政府。

表 2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分布情况(N= 14
 

621)

题项
中央 地方

样本量 有效百分比 / % 样本量 有效百分比 / %

“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 1
 

049 7. 2 1
 

482 10. 1

“重视不够,环保投入不足” 2
 

103 14. 4 3
 

278 22. 4

“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 3
 

450 23. 6 3
 

043 20. 8

“尽了很大努力,有一定成效” 6
 

058 41. 4 5
 

302 36. 3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
 

961 13. 4 1
 

516 10. 4

·701·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 年第 3 期

　 　 为便于理解,将赋值转化为分布为 1 ~ 100
分的分数①,为连续变量,公众评价最高为 100
分,最低为 1 分,分值越高,代表公众的评价越

高。 从表 3 可知,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平

均分为 60. 28(标准差= 27. 40),地方政府环境

治理评价的平均分为 54. 04(标准差 = 29. 14)。
为检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差

异,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t = 30. 342,df =
14

 

620,p<0. 001,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从
中可以看出居民对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显

著高于地方政府。 同时,相关分析也发现,两级

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r =
0. 615(p<0. 001),这表明居民对两级政府的评

价存在高度相关性。
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时期

分布(表 4)可知,从整体上看,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环境治理评价均呈现出先高后低再高的发展

趋势,而方差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居民对中央和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均存在显著的时期间差

异 (F中央 = 315. 29, p<0. 001; F地方 = 259. 563,
p<0. 001)。 但方差分析只是粗略分析,必须通过

APC 效应分析分离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可能带

来的干扰,才能看到独立的时期效应。
2. 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APC 效应分析

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 5 的模型 1 ~ 3。 其中,模型 1 仅考虑年

龄变量和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世代变量,模型 3 在模型 2 的

基础上加入时期变量。

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地区、性别、
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后,年龄变量、
世代变量和时期变量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的净效应。 在年龄变量上,年龄系数仅在模型

2 中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 r = 0. 73, p <
0. 001),而年龄平方系数在 3 个模型中均未达

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这一结果表明,年龄效

应会受到世代效应的影响,但控制了时期变量

后,年龄效应再次变得不显著,图 1 呈现中央政

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净年龄效应。
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2 可以看出,在加入世

代变量后,截距发生了明显变化(从 111. 11 下

降到 80. 60),个体协方差效应也显著减小(从

712. 55 下降到 705. 90),而世代变量的协方差

参数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协方差参数 =
108. 99,p<0. 05)。 这一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

变量但不控制时期变量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

环境治理评价呈现出显著的世代效应,具体表

现为:越早出生的居民,对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

评价越低,90 后比 40 前高出了 34. 27 分,但这

些趋势是否稳健还需要通过加入时期变量来

验证。
继续加入时期变量之后,模型 3 截距却明

显增加了(从 80. 60 增加到 85. 16),世代变量

的方差效应也有明显减小,从 108. 99(p<0. 05)
减小到了 0. 08(p>0. 05),这一结果表明,时期

变量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世代效应

有显著抵消作用,图 2 直观地呈现中央政府

环境治理评价的净世代效应。 同时,模型 3
表 3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总体分布(N= 14

 

621)

评价层面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中央 1. 00 100. 00 60. 28 27. 40

地方 1. 00 100. 00 54. 04 29. 14

表 4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时期分布(2003—2021 年)

时期 样本量
中央 地方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003 年 3
 

233 63. 13 24. 70 57. 73 28. 58

2010 年 2
 

298 56. 64 27. 31 45. 41 28. 56

2013 年 7
 

364 56. 22 27. 93 51. 68 29. 14

2021 年 1
 

726 77. 11 22. 57 68. 71 24. 36

共计 14
 

621 60. 28 27. 40 54. 04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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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APC 效应(非标准化系数)①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截距 111. 11 80. 60 85. 16 105. 22 82. 88 83. 2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龄 0. 08 0. 73∗∗∗ 0. 10 -0. 18 0. 17 -0. 18

年龄平方 0. 00 0. 00 0. 00 0. 003∗∗ 0. 004∗∗ 0. 003∗∗

随机效应

世代

40 前 -15. 28∗∗∗ 0. 10 -14. 88∗∗∗ 0. 14

40 后 -12. 71∗∗∗ -0. 02 -12. 69∗∗∗ -0. 17

45 后 -9. 91∗∗ -0. 05 -8. 83∗∗ -0. 08

50 后 -7. 65∗ -0. 15 -6. 57∗ -0. 27

55 后 -3. 67 0. 04 -2. 09 0. 16

60 后 -0. 70 0. 06 0. 18 0. 11

65 后 1. 55 0. 03 2. 59 0. 14

70 后 2. 58 -0. 15 3. 65 -0. 02

75 后 6. 91∗ 0. 08 7. 13∗ 0. 19

80 后 9. 38∗∗ 0. 09 8. 07∗∗ 0. 08

85 后 10. 50∗∗ -0. 08 9. 58∗∗ -0. 09

90 后 18. 99∗∗∗ 0. 04 13. 86∗∗∗ -0. 17

时期

2003 年 1. 65 2. 93

2010 年 -7. 06 -10. 43∗

2013 年 -7. 69 -4. 48

2021 年 13. 11∗∗ 11. 98∗

协方差参数

世代 108. 99∗ 0. 08 86. 16∗ 0. 15

时期 94. 84 93. 95

个体 712. 55∗∗∗ 705. 90∗∗∗ 667. 58∗∗∗ 828. 92∗∗∗ 823. 32∗∗∗ 789. 82∗∗∗

AIC 拟合度 137
 

554. 3∗∗∗ 137
 

472. 8∗∗∗ 136
 

624. 5∗∗∗ 139
 

764. 0∗∗∗ 139
 

716. 2∗∗∗ 139
 

080. 9∗∗∗

　 　 注:∗p<0. 05,∗∗p<0. 01,∗∗∗p<0. 001。

的 AIC 拟合度值相较于模型 1 和模型 2 均有所

减小,证明模型 3 的拟合度相对最佳。 虽然时

期变量方差效应在整体上未能达到统计上的显

著水平(协方差参数 = 94. 84,p>0. 05),但 2021
年影响系数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 r =
13. 11,

 

p< 0. 01),这一结果表明,2021 年的中

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明显高于其他时期。 图 3
直观地呈现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净时期

效应。
3.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APC 效应

分析

从表 5 的模型 4 ~ 6 可知,在控制了地区、
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后,年龄、

世代和时期变量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净

效应。 具体来看,年龄系数在模型 4 和模型 6
中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且系数为负

(p<0. 1),而年龄平方系数在 3 个模型中均达

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0. 01),这表明,在年

龄效应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呈现“ U”形

趋势,即青年人和老年人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

评价相对较高,而中年人的评价则相对较低,图
1 能更直观地呈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净

年龄效应。
比较模型 4 和模型 5 可知,在加入世代变

量后,模型截距发生了明显变化(从 105. 22 下

降到 82. 88),个体变量的协方差效应也有显著

·901·

①

 

为节省篇幅,控制变量地区、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教育年限平方、户籍、党员身份、单位性质、收入(对数)、收入(对

数)平方的统计分析结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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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从 828. 92 下降到 823. 32),而世代变量

的协方差参数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协方

差参数= 86. 157,p<0. 05),这一结果表明,在控

制个体变量但不控制时期变量的情况下,中国

居民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呈现显著世代

效应,具体表现为:越早出生的居民,对地方政

府环境治理评价越低,90 后比 40 前高出 28. 74
分。 然而,在继续加入时期变量后,截距略有增

加(从 82. 88 增加到 83. 20),世代变量的方差

效应也有明显减小,从 86. 157(p<0. 05)减小到

0. 151(p>0. 05),这一结果表明,时期变量对地

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世代效应也有显著抵消

作用。
同时,模型 6 的 AIC 拟合度值相较于模型

4 和模型 5 均有所减小,证明模型 6 的拟合度

相对最佳。 虽然时期变量的协方差在整体上未

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 协方差参数 =
93. 95,p>0. 05),但 2010 年和 2021 年两个时

期的影响系数却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这表明在时期效应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

价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2021 年地方政府

的环境治理评价明显高于其他时期,而 2010
年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则明显低于其他

时期。
4.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

效应对比

为更加直观地分析中国环境治理评价的年

龄、时期和世代的粗 净效应差异,分别绘制粗

净年龄效应、粗 净世代效应和粗 净时期效应

的对比图(图 1 ~ 3)。 其中,粗效应为在不控制

任何变量的情况下,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化

趋势。
(1)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年龄效应对比

一方面,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年龄

效应和净年龄效应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图 1),但分解过程展示出不同趋势。 具体来

看,在不控制世代变量和时期变量时,年龄变量

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粗

效应);在控制了世代变量后,其年龄变量呈现

了显著的正相关;而将时期变量进一步放入方

程后,年龄变量的影响又变得不再显著(净效

应)。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年龄效应和净年龄效应差异较大。 具体来看,
在不控制世代变量和时期变量时,年龄变量对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呈现显著的 U
形趋势(粗效应),在控制了世代变量但不控制

时期变量时,年龄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而在进

一步控制了时期变量后,消失的“ U”形趋势又

再次出现了(净效应)。

图 1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
年龄效应对比

图 2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
世代效应对比

图 3　 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
时期效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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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世代效应对比

从图 2 可知,在变化趋势方面,不控制年

龄和时期变量时,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粗效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 90 后有明显

上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效应也呈

现相同发展趋势。 但控制了年龄变量和时期

变量后,各世代组几乎没有差别。 此外,从线

条的相对位置来看,净世代效应值明显高于

粗世代效应值。
(3)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净时期效应对比

从图 3 可知,在变化趋势方面,不控制年龄

变量和世代变量时,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粗效应呈现“先降后升” 的趋势,且在 2013 年

达到最低谷,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的粗

效应也呈现“先降后升” 趋势,在 2010 年达到

最低谷。 结合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这一粗效

应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然而,当控制了

时期变量和世代变量后,只有 2021 年中央政府

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2010 年和

2021 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达到显

著水平。
由于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相关研究一直存在

“富裕假说” 争论,为检验此争论,将地方政府

环境治理的时期效应系数与国民总收入(GNI)
指数①和 SO2 排放量②的 4 年变化趋势绘制在

同一张图上(图 4)。 从图 4 可知,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评价的变迁状况与 SO2 排放量呈现近乎

相反的变迁趋势,与 GNI 变迁趋势并不吻合,
这表明客观环境质量可能是影响政府环境治理

评价的重要变量,但政府环境治理评价与收入

水平的变化关系不一致。

图 4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SO2 排放量及

国民收入的变化趋势

五、结论与讨论:央地环境政策评价变迁的

差异化逻辑与动态解构

　 　 虽然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到年龄效应(生命

时间)、世代效应(社会时间)和时期效应(历史

时间)相互干扰的现象,但由于统计方法的局

限,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理论分析或单一维度

统计验证,且存在虚假相关困境。 本研究运用

H-APC 效应模型,对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环境

治理评价的 APC 效应进行分离,以检验三者的

独立变迁趋势及其央地差异,并深入分析央地

差异化行动逻辑、居民自身社会压力、早期环境

教育、客观环境质量等多重因素对央地环境政

策评价的影响,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环境治

理评价变迁轨迹及其央地差异。
1. 央地效应:评价差异与高度相关性的双

重特征

研究发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

价存在明显的央地差异,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

评价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同时二者的评价发展

趋势又高度相关,这一结论与前人研究相一

致[5,16] 。 居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的差异化和中央与地方政府层级关系、央地分

工和角色等政府组织结构有高度相关[16] ,突出

表现为中央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无法有效“落

地”,中央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地方政府执

行相分离,中央政府层面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视

与投入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地方层面的环境治理

成果[26] 。 地方政府通过吸引企业投资促进经

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最大化,甚至以牺牲环境

质量为代价,如地方政府环境数据披露不充分,
阻碍了公众参与和监督[13] 。 因此,大多数居民

将环境质量恶化归咎于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

府对中央环境治理政策的贯彻不力[17] 。 与此

相反,居民往往将环境治理成效,如空气质量改

善归功于中央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环境督察和

·111·

①

②

数据来源:2003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21 年《中国统

计年鉴》。 其中,国民总收入( GNI)指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

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不同,国民总收入是一个收入概念,而国内生产总值是

一个生产概念。
数据来源:2003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21 年《中国统

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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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制度完善,如 2013 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2018 年《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2023 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被

公众称为国家层面的 3 个保卫蓝天行动计划。
本研究认为二者差异的原因不仅是治理体制问

题,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
央地政府差异化评价的深层机制可能由于

政府组织结构和复杂制度环境下形成的差异化

行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中央和

地方的分税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步显

现,环境治理呈现“碎片化” 的特征,表现为中

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在激烈的竞争博弈关

系中缺乏府际协作[27] 。 伴随央地政府治理体

系的转型和央地行动逻辑的转化,央地政府环

境治理评价也凸显了不断“上扬”的变迁轨迹。
2013—2021 年,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都有大幅度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污染治理力

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

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生态文明

建设成效显著。 多元主体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

加强了央地政府的持续互动,2012 年以来,全
国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公民网上诉求的响应力

度,并将“公民网上诉求政府回应”纳入地方官

员绩效管理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回应公民在留

言板上的诉求,行动性和解释性回应对公民满

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提升都让公众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环

境问题的重视和政策“善意”。
2. 年龄效应: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U”形趋势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存在

年龄效应,呈“U”形趋势,但这与已有研究并不

一致。 国内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对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均会提

升[5,10,18] ,这一结论与本研究中的地方政府治

理评价粗效应一致,印证了忽略时期效应和世

代效应可能会遮掩年龄效应对地方政府环境治

理评价的真实效应。

与此相似,西方学者早期发现“年轻人更环

保”,年龄和教育程度能够较高预测环境态

度[18] ,后期研究者将时期效应、世代效应分离后

发现不同结果[19] 。 本研究结果更加符合生命周

期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即年轻人总是更加乐

观,对社会的整体评价偏高;而当中年危机、职业

竞争、家庭负担等真实社会压力不断增加时,中年

人则会变得更加悲观,并对社会产生更多不满情

绪;随着年龄继续增加,人们对社会的包容度也会

增加[28] ,更加接纳和包容政府环境治理困境。
3. 世代效应:缺失的代际差异与环境教育

缺位

研究发现,不同世代居民对中央政府环境

治理的评价均未呈显著差异,这与国内已有研

究结论并不一致。 如,有研究发现,1975 年前

出生的青年群体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明

显低于其他世代群体[29] 。 这可能是因为前人

研究未能将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进

行分离,导致世代效应上出现虚假相关。 本研

究认为,环境治理评价未呈现显著世代效应与

中国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环境教育的模式有关。
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世代效应不显著主要与居

民缺乏早期共同经历相关。 尽管环境教育已纳

入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但其系统化推行时间尚

短,效果尚未完全转化为代际间的价值观差异。
对许多世代而言,成长期的环境教育并非一种

普遍且深刻的集体烙印,导致环境意识趋同,因
此不同世代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均

未呈现显著差异。 然而,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
态度和价值观的改变不是发生在一代人之内,
而是发生在代际之间,随着新一代的成长,这种

变化会在数据中慢慢显现出来[23] 。 可以预期,
随着中国环境教育的加强,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的世代效应有可能在未来显现出来。
4. 时期效应:客观环境质量与评价变迁的

协同性

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

现为:中央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在 2021 年的净效

应显著,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在 2010 年和

2021 年的净效应均显著,呈现“先降后升”的趋

势。 这一趋势与客观 SO2 排放量呈现明显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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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趋势。 这一结果表明了“富裕假说” 在

中国并不成立,即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会影响

政府环境治理评价,而客观环境状况却起到了

关键作用。 本研究发现,2021 年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评价均呈现明显的高评价,
而 2010 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呈现明显的低

评价,这不仅验证了客观环境质量的重要作用,
也表明我国政府环境治理的时期特征。 如

2021 年空气质量数据出现了大幅度提升,而

2010 年客观环境污染程度呈现历史高位。 中

国环境治理政策从时间维度划分为 3 个阶段:
1978—2002 年、 2003—2011 年、 2012—2016
年;从内容维度经历了“浅绿化” 的环境保护、
“深绿化”的环境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

设[27] 。 客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和环境政策的转

变趋势充分印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环境

治理水平和能力提升、环境监管的加强促进了

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提升了公众对环境治理

的信心和对政府环境治理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发现对于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可为理顺我国在

环境治理方面的央地关系和责权划分体制提供

实证数据参考,如可通过财政补贴、技术创新、
设立环保专项基金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

制执行成本;通过转移支付或政策优惠鼓励地

方积极执行环境规制政策,强化环境污染责任

追究等。 另一方面,可为加强青少年期环境教

育和继续改善客观环境质量提供政策参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研究采用了跨

度为 18 年的全国性纵向数据,并通过分解 3 种

时间效应来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

的真实变迁及其差异,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
一,H-APC 统计模型本身可能存在方法上的局

限性[30] ;第二,只有 4 期调查包含了环境模块,
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不能完全还

原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完整面貌;第三,在
各历史时期中,2021 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一趋势能否延续有待未来验证。 期待后续研

究能使用更多期的纵向数据和更精确的统计模

型,以更精准地考察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

变迁及其央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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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变迁与央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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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entral-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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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valu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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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nsify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the
 

ele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a
 

national
 

strateg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increased
 

its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mprov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ed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public
 

subjective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under
 

the
 

improvement
 

of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valuation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evolving
 

trends,
 

this
 

study
 

uses
 

four
 

waves
 

of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03,
 

2010,
 

2013,
 

and
 

2021
 

and
 

applies
 

an
 

age - period - cohort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entral-local
 

differenc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valu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local
 

governments,
 

with
 

a
 

strong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Age
 

effect
 

test
 

reveals
 

a
 

“ U”-shaped
 

trend
 

for
 

th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ontrast,
 

the
 

period
 

effect
 

test
 

show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aked
 

in
 

2021
 

compared
 

to
 

other
 

periods,
 

and
 

that
 

of
 

local
 

government
 

followed
 

a
 

pattern
 

of
 

initial
 

decline
 

followed
 

by
 

recovery.
 

Cohort
 

effects
 

are
 

insignificant
 

for
 

both
 

levels.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central-local
 

disparities
 

may
 

stem
 

from
 

the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differentiated
 

action
 

logic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dividual
 

social
 

pressures,
 

earl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public
 

evaluation
 

dynamics
 

in
 

China’ 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text
 

and
 

offer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China ’ 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optimizing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olstering
 

yout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public
 

satisfaction
 

through
 

sustained
 

enhancements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ublic
 

evolution;
 

age-period-cohort
 

effect;
 

central-local
 

differences;
 

historical
 

evolution;
 

lif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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